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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陳來先生近作<<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是近年來討論陽明學的力作，一如他個人在<<朱熹哲學研究>>一書的成就一樣，兩書之問世，都堪稱中國人世界中處理同一主題裏的第一流作品之一。我們有幸即刻拜讀該書，獲益良多，不僅對陽明學若干特出議題獲得清析的觀察視野，也對中國哲學理論討論的方法有著極大的收益，能提出新穎的處理中國哲學的方法以及對於中國哲學問題的清析剖析能力，這兩者也一直是陳來教授學術作品中的特色。近年來，由於資訊的開放，使得我們對於中國大陸學者在中國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愈益熟悉亦愈加肯定，我輩有志發揚中國哲學之海內外哲學工作者，已預見未來共同工作的契機浮現，著實令人快慰不已。

    從考據的嚴謹與資料的紮實來看本書章節的編排，陳教授寫作的方式是透過卡片的編列之後，把相關的主題併於一章中作細節的討論，隨順著閱讀的心得所併發的理解逐條寫來既清析又細膩，至於不同族群的陽明學資料之先後次序的排列方式則是依其理解的切入點與本書在中哲學上的主軸主張而作的編排，陳教授以其朱子學的奠基學養而找到切入宋明諸儒體系關鍵的問題作為起點，即功夫與本體問題的核心──心與理問題。然後再帶出對於心與物、心與性以及知與行問題的處理，而為了最終歸於「有無之境」的討論，故必須先處理能將有無問題的討論帶入焦點的「四句教」問題，即良知與致良知一章，在良知章後才進入有無問題、境界問題、功夫問題等全書最重要的歸結處。而在進入致良知問題之前當然要先處理大學八目中在致知之前的誠意與格物的問題。從這樣的章節編排看來，我們可以發現陳來教授的陽明學研究，一方面是以他的思路主軸，即從有至無之境界的陽明學發展為表達重點，（也是我們後面將要討論的主題）。另一方面他也仍需顧及陽明學其它重要的討論主題，故而研究性的寫作特質極明顯，幾乎都是在資料中說話，也因此常有為消化資料而討論的情況，造成全書各章節稍有各自獨立的現象，甚至有後文高明於前文的情況，並且沒有提出一個經過重構後而能提綱契領的陽明學體系出來，這是其中有缺點的部份。

    對於本書的主題「有無之境」的討論，陳教授的主要意見是：

　　「整個宋明理學發展的一個基本主題就是：如何在儒家有我之境的立場上消化吸收佛教（也包括道家文化）的無我之境。全部宋明理學的心性論與功夫論，大半討論的無非就是這個問題，只是具體表現各異而已。不能了解這一點，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宋明理學的內在的討論，甚至無法看懂一部<<明儒學案>>。而宋明理學發展的這種方向至少在中唐已開始並日趨明顯。」(p236)

　　「而佛老對儒家的挑戰，從根本上說，不在於如何對待倫理關係，而在于面對人的生存情境及深度感受方面的問題提供給人以安身立命的答案。而這就給北宋以來的新儒家一個兩難，如果不深入到人的生存結構，就無法真正回應佛道的挑戰，而回應這一挑戰就必然要對佛老有所吸收，以致冒著被攻擊為佛教化的危險。有與無的這種緊張，直到陽明學才得到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完全化解。」(p242)

    經我們整理之後，對於本書的主題「有無之境」的討論，陳教授所要表達的意見即是：

    一．有的境界是儒家的境界，無的境界是道佛的境界。

    二．宋明儒學的核心線索是從有的境界到無的境界的辯證與合一。

    三．陽明學的良知說是有的境界，而四句教是有無境界的合一。

    四．從朱子學到陽明學類似於從理性主義到存在主義的轉向，故而心體概念是一種情

　　　　緒感受的主體。

    其中第一點是全書的預設。第二、三點是陳教授主張的軸心。而第四點是使二、三兩點得以成立的理論上的根據。

    以下我們將從境界與心體兩個方面來討論本書的主題。（並於文末附帶討論陳教

授的另一篇文章＜心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問題＞。）

　　壹．關於境界的問題。

　　我們認為必須區分境界作為一種進路與境界作為一種內容的不同，而做為一種內容的境界觀是絕對不能割離於存有論的討論，否則極易致生理解上的偏離。

    貳．關於心體的問題。

　　我們認為心體絕不能只從情感義上而言，它仍然是一個帶有存有論基礎的功夫主體概念，並且在存有論背景的觀照下，儒佛之別不可混淆。

    參．附帶討論關於靜坐的問題。

    我們認為宋明儒者的靜坐功夫固然不能作為其提出存有論論點的必要條件，即便是作為關係性的條件亦不成熟，儒學家與靜坐功夫的關係遠遠不如道佛兩家。

　　壹．關於境界的問題。

    境界問題是本書的主題，對中國儒家哲學自朱熹至陽明一段，陳教授以境界觀的轉換為哲學史的主軸，因此於書中強調他不處理存有論的問題而只討論境界論的問題，他以道佛為無的境界，以儒為有的境界，而陽明學即是儒家理論系統中得結合有無之境者。這樣的觀點，參見下列引文：

「理解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無智慧與境界是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問題。」(p3)

「本書的主旨之一正是要理解陽明如何處理有之境界與無之智慧的對立與關聯，從而顯示出整個宋明理學的內在線索和課題，以及王陽明及其哲學的地位與貢獻。」(p4)

「本書中當然不企圖討論本體論的有無問題，而是研究境界論與功夫論的有無問題。」(p4)

「理學對佛教挑戰的回應，不僅表現在對有的本體論的論證（如氣本論、理本論），也更在於對人生境界與修養功夫上的無的吸收，後者始終是貫穿理學史的一大主題。」(p4)

「王陽明───把儒學固有的有之境界推至至極，又從儒家的立場出發，充分吸收佛道的智慧，把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結合起來。」(p8)

「表面看來，明代理學的基本問題是本體與功夫，而在本質上，本體與功夫之辨的境界涵意是敬畏與灑落之爭，這是我們把握明代理學的內在線索。」(p12)
　　基於這樣的觀點，使得陳教授全書皆由儒們行誼風格的境界情況中來作為詮釋與討論的主軸思路。對於因此而帶來的主張內容，我們將在下節論心體時再予討論，此處我們將就境界論作為一種理解中國哲學方式的意義，以及在陳教授的理解中的境界意義進行一些討論。

    境界作為一種進路是東方哲學體系中因處理人生問題而起家的哲學理論體系之必有之面向，即東方人生哲學之思想體系皆可由境界之進路以切入體系之核心進而舖陳出整體之面貌。因為有著倫理學主張的知識體系必可規劃出理想的人的情狀，此處，境界的內涵就出現了。但境界作為一種進路與境界作為一種內容者不同，作為進路之境界論與功夫論存有論等並列，是哲學家們分別由不同的工作型態中一路進發、深入全面而完成有預設有建構有主張的理論體系，而得由後學者為此一哲學家勾勒其理論體系之表達型態，而說出其為境界論或功夫論或存有論甚或知識論等的進路型態。（例如我們可以粗略地區分朱熹、船山、易傳、老子、天台、華嚴等為主要是存有論進路的哲學家或哲學作品或哲學體系，而陽明、象山、參同契、悟真篇、禪宗等為主要是功夫論進路的哲學，而莊子、王弼、論語、王龍溪等為主要是境界論進路的哲學。）而境界作為一種內容者，則為蘊涵在一套全面的理論體系中所擁有的人存有者人格行誼風貌之標的。（例如儒釋道三家皆各自有其不同的人格風貌之境界觀，甚至各家內之不同哲學家又會有風格之不同，如同為儒們之朱王之間就有著敬畏與灑落之差異。）其內涵本就應該直指核心，而能有各家之明確之差異，但因語言表述樣相之故，若未深入不同境界背後之整體體系之中，則極易陷入因語言表象之雷同而誤以為本貌亦同的情況。

    陳教授認為中國哲學多為境界論的理論建構而少有西方哲學義下的哲學型態，這點我們可以同意，但是，所謂境界論型態的哲學思想體系並不表示體系中沒有存有論的觀點，更進言之，做為一套有體系的理論而言，存有論、倫理學等都應該是必然含攝的內容，在中哲史中，易傳、老子、董仲舒、淮南子、杜順、周濂溪、張載、邵庸、朱熹、劉蕺山－－－等皆是宗旨鮮明的存有論者，僅就陽明而言，他也論氣、論宇宙、論心體，故而也有存有論思想的表達，如果不處理從存論角度的陽明學討論，是不完全的。此外，從論境界的角度談陽明學中的境界思想是陽明學的一個題目，但以陽明學為一個境界型態的哲學家則是一個主張，這個主張我們可以接受，但更進一步言之，直就型態而分別中國哲學理論系統而言，我們願嘗試提出存有論型態、功夫論型態、境界論型態等的分別項來詮釋中國哲學，就此而言，陽明可以說是更多為功夫論的型態。但作為一種型態中的特色的意義，只是說明了哲學論點的進行進路的特徵，並不意味著哲學的內容只是談境界，一種世界觀中的境界的出現是基於世界觀的預設，一種功夫論中的境界的出現是基於倫理學的宗旨。境界觀之出現必在整體哲學體系觀點中才能定位得住。

    陳教授文中雖然清析地處理了陽明學宗旨，提出了良知說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是一種無的境界，但卻缺乏說明這種無的境界是基於如何的世界觀與倫理學的宗旨下的合法提出者，若僅指出陽明或近於陽明的無的型態的儒學功夫理論，是因為儒者更欽羨道佛實修者心境風範的無的境界之引人嚮往，因而作出了理論上的貼進，這是不夠的。即便證出了此一情境之內涵亦已出現於孔子的吾與點也的詠嘆之中仍是不足，陽明的功夫理論充滿了無的旨趣，只說明了他屬於從功夫論進路為基本型態的整體理論思維中，特別深契於無的境界的旨趣，並不等於說明了陽明整體理論思維主張的本貌，這個本貌在於他仍然是個道道地地的儒學家，而在儒們系統中對於功夫的問題提出了相應於孟子、象山的簡易直捷直指良知本心的為儒之道。只是此一本貌中的特徵確實有著在道佛功夫思維方式洗禮之後的重無之境界的特徵而已。

    陳教授此書之重點中之重點則在於其書名「有無之境」中所提示的，及其文中所明指的：陽明學中重無之境界的特色，是在其為宋明新儒學家在吸收消化魏晉隨唐近千年的哲學文化洗禮之後作為統攝道佛無之境界的思維型態的最後完成者，是儒門中轉向吸取道佛智慧最成功的第一人。然而，我們不得不坦白地指出，陳教授是基於對道佛的存有論未作解析之下而作出對陽明學思體系的一個關鍵方向的發揮。因而有著重要核心問題上的誤解現象。簡言之，道佛之無之境並非如陳教授以儒們進路方向所理解者之一般，而陽明之無之境的樣態則並非其儒門義理的要緊地。因此找出陽明有此無之境之成就，以作為證其為儒們吸收道佛智慧的第一人之整個思維方向，並不能澈底地彰顯陽明的高明，更不能作為儒道佛在宋明時期哲學文化交融過程中的同異之別的注腳。

    一切問題的徵結在於陳教授並未在解讀陽明學時同時深入儒道佛存有論的本貌之中。各家因存有學之不同而決定了倫理學宗旨之不同及功夫論門徑之不同及最高人格境界風貌之不同。不能在存有論之宗的上作最終之同異判定是無從為不同理論作類比的銓釋。僅執守在境界之中作學問是無法尋問到最核心的問題的。

    貳．關於心體的問題。

    陳教授談新儒學從有至無之境界的發展，是以陽明良知說到四句教為論據，其中論「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被陳教授認為是無之境界的標舉，而其中心之體義是一種情感情緒義的心的本然狀態，而非存有論的意義，這個觀點的獲得是來自於將心學類比於西方存在主義思想的特徵後提出的，因為陳教授還主張宋明理學到心學的轉向是類似於西方理性主義到存在主義的轉向，陳教授並且以此句全為受到禪宗之影響後所提出的，甚至明言良知即是「妙智」，而無善無惡即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上觀點參見下列引文：

「新儒家的發展，從南宋到明中期，經歷了一個哲學的轉向，也就是理學到心學的轉向，───以陽明學為代表的新唯心主義的興起，───與理學偏重本體論的建構不同，更強調實踐功夫，───本體性範疇較少使用，情感性和情緒性範疇有重要地位，情感本質受到重視，面對人的情感情緒狀態而提出的無我之境有了突出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理學到心學的轉向類似於黑格爾後，西方哲學從理性主義到存在主義的轉向。」(p14)

「這都是強調情意我而非認知我才是源始意義的心之主體，───陽明晚年著名四句教之首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正是指情感情緒的本然之體，陽明所要吸收的無我之境，面對的正是情感情緒的自我，以使人超越一切消極的、否定的情感情緒，獲得安寧、平靜、自在的精神境界。」(p17)

「所有上述討論中的心之本體，其本體並不是指某種本質，某種倫理原則，而是一種本然的情感，───心理狀態。」(p210)

「朱子及宋明理學其他哲學家所講的心之本體，心體或性體，都不是指存有論意義      上的體，與西方哲學存有論的本體、實體觀念並無關係。心體在多數理學家是指心的本然之體。」(p214)

「無善無惡心之體的意義實際上是指向一種無的境界，這個思想無疑與來自佛教、道教的影響有關，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禪宗的影響。」(p218)
「陽明所有關於無善無惡的思想可以歸結為<<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及<<壇經>>的``無念、無相、無住``。」(p223)

「禪宗的思想畢竟是陽明無善無惡思想的一個直接來源。」(p226)

「由此我們對於陽明的良知思想有了進一步了解，良知不僅是儒家的本心，也同時是佛家的妙智。」(p227)

「江西時的致良知思想還只是純粹的道德理想主義，歸根到底還是有的境界，四句教的提出，才實現了境界的有無合一。」(p330)
    關於轉向的類比以及存在主義哲學的真義，我們暫持保留態度而先不討論，但對心體的注解，以及儒禪之同義問題，我們將提出下列討論：

    陳教授所論之中以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的命題所指者為一種心體的本然狀態，因而是一種心理學義的情感情境，因而指出了陽明的儒者行誼之境界觀是「無」的情狀，並且認為儒家學者在為儒風貌中的敬畏與灑落之爭中屬於灑落的強調者即是此類無的境界的主張者。這就是基於他對存在主義的理解以及藉之以銓釋儒學的結果，而在處理中國哲學問題中所提出的極有創意的境界論的進路便從此一路滑落至情感層次的討論脈絡之中了。存有論的背景已被完全拋開。從此進行的陽明學討論多有疑點，甚至影響到陳教授檢視道佛理論的眼光。

    這裏的問題是，首先，將心體的無善無惡只詮釋為本心的無有善惡之情感狀態時，那麼在有善有惡意之動結構中的誠意功夫將無由定著於善，且知善知惡是良知的「良知」主體又如何安至在善？且陽明自己以無善無惡心之體即是至善的命題又如何安置呢？陳教授因著此一「先驗的情緒感受主體」的規定而導出陽明在儒者風貌中之終能進而收攝道佛無之境界的整理，是他在本書理論脈絡得以進行的條件。就算我們不追究陽明心體之是為一種情緒感受主體之不當，但是陳教授為宋明儒所找到的這樣一種情感義下的理論發展軌跡，也不適合來作為詮釋陽明學成就的注腳。因為境界必在功夫中定向，功夫必在標的中貞定，標的則決定於存有學內容，未能指出宋明儒存有論中的先進之處，即不能明瞭其學術的真蘊，並不是在其境界中談即算完成，尤其不能只從其表現於心理情感之徵象中來談。

    若先回歸存有論系統中再來論究境界觀，則需解明宋明諸儒之敵論者──道佛兩家的系統。必須回歸至周濂溪、張載、邵庸等人所開創的存有論知識之中，再對比於陳摶、王重陽、智者、杜順、宗密等人的存有論建構內涵，才有境界意涵之真實論理基礎之相應比較可言。如果追究陽明言心體之存有論義時，更必須整理陽明對氣、宇宙、天道、性、等概念之繼承，對宋明諸儒之觀念之繼承，對心體至善、良知本具之存有論義之理解。在存有論義之理解下，因而了解四句教之提出是功夫之本然與功夫之發動脈絡中的題目，以此心體之本然之至善，故尚無相對義、情感義、「意之動」義下的有善有惡，故是無善無惡者。這個問題必須先在陽明特出於朱熹之學之後的理論型態進路之理解為一種功夫論進路的理論型態之後，才來論究此一型態之理論表達方式裏的言說系統的真義，如果一開始就定著在境界的進路，又以情感情狀的方向來處理境界，則陽明學之動地驚天萬鈞力道的生命的學問不能發揮。

    對於陽明學或儒學存有論之精華，有以彰顯道佛之別的重點者，這在陳教授書中境界章論與物同體之有我之境一節中所提之三個要點實已明講，以及在論狂者胸次一節中所提到的生死解脫之事中都有重要的線索。可惜陳教授並未同時解讀道佛之存有論，因而未能發覺不同存有論下的境界風貌雖有風貌之類似實無義理之同義。粗略地提，華嚴五祖宗密所著原人論中已從佛家存有論立場明確地表達了三教之差異，而莊子內七篇之所論，亦得明白展現道儒之別，而陽明之後的理學殿軍王船山的易經哲學，也從儒家本位之意識型態中強悍地批判了道佛兩家的存有論，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拿來對三家存有論與功夫境界之如何同異作作文章的題材。從這些基礎出發後，再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相、無念、無住」之說時，就不至於三言兩語就將其理解為「無」的境界，因而有同於「無善無惡心之體」的理趣。而且對禪宗之中國化即是道家化之說法，也會更加謹慎。至於其本義為何，並非本文之題目，我們也不敢三言兩語地為其說明。（本段所論，參見後面之引文）

「要澈底達到心之全體流行無礙的境界，就要勘破生死，從根本上使人的一切好惡脫落殆盡，以實現完全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這一意義上，這種境界作為一種生死解脫的智慧具有宗教性或與宗教境界相通。」(p252)

「很明顯``應物而無累於物``即佛家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程明道``情順萬物而無情``。所謂禪宗的中國化，在一個意義上實即道家化。」(p241)
    參．關於靜坐的問題。

    陳教授於本書篇末附上其＜心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問題＞一文，認為宋明儒者的心學一路，在其靜坐中的神秘體驗是其獲得重要論點的功夫上的根據。但又表示，此種進路並非建立理論的必然條件，心學之路以外的儒學思想體系，就不需要此種進路，今人熊十力先生就自行建立了一套理論體系而沒有用到絲毫境坐功夫的傳統。就儒學家之理論體系不需要境坐功夫之實證而言，我們是同意的，但對於心學家的理論有境坐經驗之實證而言，我們卻不完全肯定，以下將討論之。

    陽明終究是儒者，青年陽明曾被一位道人說其終不忘官，又曾指責一位和尚不能忘懷雙親之事，又反省自己的靜坐導引之學為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他對待道佛中事決與道佛者不同，陳教授於篇末所附之＜心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問題＞一文中，認真地收錄了宋明兩代儒者靜坐的諸多資料，由資料中見出，宋明諸儒對靜坐的功夫有不低的成就，但對靜坐中的身體現象所作的理論解釋則有特定之義，關於靜坐活動中對於身心所生之諸種反應的理論充滿在道佛兩教的作品之中，似乎極為所謂儒者所忽視，而從中所得之心理感受，較無體系化知識的反省，其因而參著於儒學宇宙世界知識之中者，多為所謂萬物備於我的感受而已。而陳教授則以之論證宋明心學傳統中之諸多命題是與靜坐功夫中之所得有關者，但又表示，這不是必然的條件。

    對於此一說法，我們以為，就孟子象山而言，其心學傳統之命題之獲得，是否有關於靜坐之修持持保留態度，至於其後之儒者以靜坐之體驗得到心學命題之心理經驗之可能性則可同意，但所同意者僅在於理解為何其人在靜坐之中實能有此感受，至於此一感受是否即為孟子象山心學命題之實義則仍保留，因此我們對於其人之經驗可否即用為建立此類命題之事亦保留，就如同世界各文明體系中的靜坐功夫操作者皆有各自不同的存有論建構一事亦然，其有靜坐經驗是一回事，但其對於所得之經驗之解釋是否即如所言則為另一回事，當然我們也不否定其可能性，只是要指出，這裏頭有真功夫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假境界的獲得，所以我們不必把宋明諸儒在靜坐上的所得與反應太當一回事，因為相較於道佛兩教於靜坐之理論與實際上所得之成果實為小巫見大巫，我們對宋明儒者於靜坐功夫上的客觀知識未能吸收道佛前人之經驗一事感到挽惜，也因此理解到陳教授經由此類資料之整理之後並不能藉其契入道佛兩教經修持功夫之操作而有所構入於其存有論知識系統之內涵一事感到挽惜，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強調靜坐經驗不能為儒者找到契入佛道之路徑，經由靜坐功夫之修持不即表示儒學家已同時掌握了道佛兩家對人存有者之修持功夫，且已能由之而超越其人文境界的內涵，實則不然。

    靜坐作為一種活動不是道佛之獨有，首先，對道而言，靜坐是處理氣的功夫，其與有動作的氣的修鍊功夫甚至服食藥品的修鍊法門同為道教理論中追求最高生存境界的功夫門徑。但是作為儒者的功夫門徑之特色者，與其附帶地說有些儒者也打打坐以培養心法，不如直捷地講出儒者要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的功夫才是儒門事業的完成。格致誠正是心法，特為宋明儒所發揮，但決不是靜坐功夫能為其修養論的標的，更不能指陳其靜坐功夫已合法地為儒者證成其存有論的若干心學家所表述之內涵。就道教者之靜坐功夫而言，其得力於佛教徒修行法門之匯通之者多矣，但其仍能於此一法門中回歸中國傳統以陰陽五行理論為主體的氣的宇宙論觀點來建立其藉徑靜坐功夫下的修鍊論，而佛教徒之靜坐功夫在六度萬行理論說法中亦僅為禪定之一項而已，更且在印度佛教發展中，靜坐功夫更是印度傳統的各家宗教哲學理論中關於修持法門中的共法，差別乃在心法，道佛之差別亦在心法，雖然元代以後的道教教團逐漸有匯通道佛心法的趨勢，從傳承上言，兩者心法路數仍是不同，因此靜坐作為一種活動而言是任何人皆可以進行的活動，但靜坐功夫之中所反省到的存有界真象則人人互異，而由此以建立的存有論知識體系則更為不同，論者當然不能忽略靜坐功夫與存有論的關係，但也必須理解靜坐活動可以是在沒有執定任何存有論系統中之所為之活動，宋明儒者決非由靜坐中得其存有論之命題，這是道佛之門徑，宋明儒者於靜坐中之所得者並不能作為證成其存有論的發現脈絡。

    我們在宋明儒對於佛道之吸收與受影響的問題上來回討論，或以若干文句有佛道味言之但宗旨仍是儒家，或以若干理學家之行徑有佛道風格言之但自我定為仍是儒家，或以若干理論形式上受佛道影響但內容仍是儒家──等等討論不勝枚舉，但我以為，宋明儒所認識之「道」是中國本土學問，「佛」是中國大乘佛學，二氏之學都不是在我們文化、哲學心靈範圍之外的知識體系，有心作為儒家學者的我們何不深入其內作一體貼的了解之後再來詳究宋明儒家之是儒是佛是道的問題呢？

    因為，第一，這是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事情。在文化史的了解上，我們大致可以說易傳的形上思想體系是先秦儒受到道家、陰陽家等的形上思想之挑戰後而重新自己建構起來的儒家本位的知識體系，我們也都同意宋明儒是在玄學與佛學的洗禮之後再次自發建構的新儒學知識體系，我們既能知道易庸與老莊之不同，為何不能知道程朱陸王與魏伯陽、呂純陽、王重陽及智者、杜順、慧能之不同？

    第二，這是我輩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者之份內事。論究理論體系之異同與論究人格風範甚至行文風格技巧與遣辭用字是兩回事，體系之異同必在其體系之基源問題意識及立論基設及針對全面宇宙人生問題的主張之異同上討論，才是相應也才深入。我們不是從事文化、文學、歷史之研究者，而是「哲學」「理論」之研究者，必須在此深入、立足，才有不愧對先哲之憾。

    對於陳來教授於此書中對陽明學的多方闡述之論點，我們是肯定多於存疑，但對於理論主軸中的重大問題，因為涉及到中國哲學史的基本理解路向，因此我們對其採取慎重甚至嚴格的批評是不得已的，就世界哲學的眼光而言，中國哲學是正在等待著被作出來的出生階段中，我們一方面為先驅者叫好，一方面更要在他們的肩膀上調整方向，這應該還是一個健康的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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